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1 年 8 月，頁 479–500 

修身與立命── 
由《孟子》「身」、「體」概念之析辨論主體的限制與自由 

周芳敏* 

摘要 

在《孟子》一書中，「身」字 59 見，「體」字 16 見，二概念並不相同。「體」意指物質

形軀或形軀之部位、器官，「身」則包具心、體，為「人」的全幅說明。身、心在《孟子》並

非相對的概念，心、體方為相對的概念。由於「身」兼攝心、體，故擁有「精神／物質」、「普

遍／差殊」、「超越／具體」、「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等諸多兩極相關的雙重向度。 
「身」的具體性使其展現出對存在主體的諸多限制：形體欲望、氣質才具、存在主體所居

處的歷史總體語境，以及主體與客觀環境交逢後所產生的種種際遇。這一切因「被決定」的具

體性而產生的限制，莫不可以「命」總述之。面對命數的客觀限制，孟子以「順受其正」、「修

身以俟之」的立命觀為命力及人力判劃出所能與不能的疆界。如果說「命」是客觀現實對主體

的約限，那麼「立命」就是主體對命運發展方向的約限。而就在自覺的判劃與安立的實踐中，

完成對限制的超越與主體的自由。 
 
關鍵詞：孟子、身體、立命、限制、自由、德福一致 

                                                      
*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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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體觀為近年來中國思想的重要研究焦點之一，身體觀譜系的提出與建立，不僅意謂著儒

學解釋轉向的可能，1也標誌著學術視域的開拓及一個新的詮釋系統的形成。在此波學術思潮

中，丹家、醫家、道教修煉工夫等領域獲得了更廣泛的重視與探討，而即就儒學的再詮釋而論，

目前有關身體觀的蓬勃研究，亦未嘗不可視為一波新的哲學運動及一個觀念系統正典化

（canonization）的歷程。 
論者對身體的可能面相曾有許多不同的觀察與分梳，2但在闡論儒家身體觀之精蘊時，所

重多在發皇身體的神聖性，亦即多在強調理性化、精純化、禮義化的身體，並將「血氣化的身

體」向「心氣化、道德化的身體」之轉化，視為由「身心的不完整」走向「身心一如」的修養

歷程。3對儒家身心修煉的工夫與理想而言，此類論述自是切中肯綮；然而，在所謂的「身心

不完整」與「身心一如」之外，「身體」實另突顯了主體生命中另一無可迴避的課題：即存在

的限制。 
限制通常來自於具體性。身體的具體性既表現於家世背景、時代社會等主體所賴以標位的

歷史語境中，亦表現為美醜智愚、剛柔靜躁的個體差異；此外，更存在於主客體相遭逢後所產

生的種種際遇。這些具體性的展現方式，使得主體的存在充滿被決定性。我們因身體而得以在

現象界中活動並展示自身，卻也因身體與現象界的互盪而受到層層無可如何的約限。對於來自

主體、現實環境與主客交遇後所產生的各項制限，中國思想傳統固常以命運、命數之「命」為

之總結。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看到「身」與「命」二範疇在《孟子》中是被連結在一起思考

與討論的：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 

在中國思想傳統中，「天」之義有時可等同於「命運」之「命」；但在上述引文的語脈裡，「天」

顯然非命運之「命」義，而是指涉一作為價值歸趨與道德根源的意義本體。5相對於此一具備

                                                      
1  黃俊傑曾指出：當代學者論中國哲學多是「即心言心」；相對於此，楊儒賓及後繼投入的學者則是「即身心之互

滲以言心」，亦可謂以「氣─身體」為典範重新解讀思想史。此中揭示了中國思想史研究「解釋的轉向」之可能
性。見氏著：《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188-225。 

2  如楊儒賓曾指出：原始儒家的身體觀原型有三：禮義化的身體觀、心氣化的身體觀及自然氣化的身體觀；而傳統
儒家理想的身體觀則應具備意識的身體、形軀的身體、自然氣化的身體與社會的身體四義。見氏著：《儒家身體
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 2、9。另，黃俊傑亦將東亞儒家思想傳統的身體分為作為政
治權力展現場域的身體、作為社會規範展現場域的身體、作為精神修養展現場域的身體及作為隱喻的身體四大類
型。見氏著：《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頁 187-219。 

3  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404-422。 
4  《孟子•盡心上》，[宋]朱熹：《四書集註》（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84），頁 376。 
5  對於《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之「天」究當如何理解，說法不一。勞思光認為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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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和根源義的意義本體，引文中的「命」則飽涵具體性、差殊性的現實意義。孟子以「心」、

「性」繫連「天」，以「身」連結「命」，睽譜《孟子》全書，誠非一偶發之念，而乃表現出

孟子對存在限制之思考，以及當如何面對此限制，進而在其中獲得自由的深刻省照。 
在掘發上述議題之先，本文將對孟子「身」、「體」概念之異進行析辨。如前所述，身體

觀已然成為當前學界的重要研究焦點之一，但由於「身體」之成詞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背景，

因此，多數學者在面對文本中作為名詞的「身」、「體」二字時，常將二者視為同一概念，而

未能注意到「身」、「體」在不同文本中或具有不同的指涉，亦各有不同的延伸意義。關於此

點，非華語世界的學者或因未受到文化刻版印象所影響，或因須翻譯文本之故，故在理解文本

中的「身」、「體」、「形」等不同漢字時，反而較能省察其意涵之別。6唯學者所述，多泛

指先秦文本，亦未詳加論證。本文則試圖釐清《孟子》「身」、「體」二概念之異同，以求對

孟子身體觀有更精確而細膩的掌握；此外，亦能對主體所面臨的客觀限制，以及如何在限制中

得到自由有所闡發。 

二、《孟子》「身」、「體」概念析辨 

檢校《孟子》全書，「體」字凡 16 見，且皆作名詞使用。其中除了「居移氣，養移體」，7「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8和「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9四例外，其餘 12 例皆可確定所指為物質性之軀體或軀體的部位和器

                                                                                                                                                            
之「天」作為「本然理序」看，即泛指萬事萬物之理，而非指一形上實體。勞氏表示以「天」為形上實體，乃是
一形上學立場，《中庸》即屬之；而以天為「本然理序」，則是肯定「性」的主體性，為心性論立場，《孟子》屬
之。見氏著：《中國哲學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80），頁 133-134。牟宗三則以道德形上學的角度對《孟子》
「盡心知性知天」之「天」作出解釋，認為「天」乃一形上實體：「故此天雖為一實位字，指表一超越的實體，
然它卻不是一知識的對象，……而乃是實踐理性上的一個肯定。……說實了，只是對於天地萬物的一個價值的解
釋。」氏著：《圓善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134。關於二位先生說法的評議，可參閱袁保新：《從
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頁 33-42。 

6 如Nathan Sivin，「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HJAS 55. I （1995）,p.14；Derk Bodde, 
「On Translating Chinese Philosophy Terms 」 , FEQ 14.2 （1955）, pp.231-244；Deborah Sommer, 「Boundaries of 
the Ti Body 「 , Asia Major 3rd series, 21.1 （2008）, pp.293-324；安樂哲：〈古典中國哲學中身體的意義〉，收於安
樂哲著、彭國翔編譯：《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學與道家》（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479-485，
該文原收於Roger T. Ames, Wimal Dissanayake and Thomas P. Kasulis, eds ., Self as Body in Asian Theory and Practice , 
（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3）。其中，Nathan Sivin 略述身、體、形、軀於古典文本中的不同指謂；安
樂哲對古典儒、道文本中的身、形、體的用法之異有簡單說明。Deborah Sommar 則對自《詩經》到《禮記》間
儒、道、墨各家重要文本中的「體」進行全面的考察，討論「體」與身、形、軀、躬等概念之相異處，而重點在
強調「體」的可分化及衍生義，以及不同「體」之間的可延續性、可重疊性、類似性，乃至同一性；「體」的邊
界是開放的，此一意義及用法很少由身、形、軀、躬等字表達。此外，俄國學者郭靜云也指出：「思想史專家在
討論儒家『身』的概念時，其思想詮釋大多從漢代的定義出發，極少採用古文字的例證，因此無法區別『身』、『體』、
『形』、『己』等概念的不同。」見氏著：〈試論先秦儒家「 」概念之來源與本意〉，《孔子研究》，2010 年第 1
期，頁 4─17。  

7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88。  
8  《孟子•公孫丑上》，《四書集註》，頁 225-226。 
9  同前註，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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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茲先引錄以「四體」、「體膚」、「口體」、「小體」、「大體」等詞語形式出現之 11
例文字： 

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 
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離婁上〉） 
君子所性，仁義理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

喻。（〈盡心上〉）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可謂養志也。（〈離婁上〉）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曰：「鈞是也人，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上〉） 

在上述文字中，「四體」顯然指手足四肢而言，雖然在「不保四體」和「四體不言而喻」二語

脈中，四體可視為整個軀體的代稱，但此固無礙於「體」作為形軀整體中的部分之義。而由「四

體」與「面」、「背」同舉，而和「心」相對，亦可見出「體」所強調的生理性特質。同樣的

情形亦表現在「體膚」與「口體」二詞語中，曾元養曾子僅能顧及其生理需要，而未能體貼其

情志願欲，故孟子言曾元之孝但為口體之養，與曾子對曾皙的養志之孝相去甚遠。至若「餓其

體膚」之「體膚」，亦明顯地和「筋骨」一詞同指物質性軀體的部分，而與「心志」的精神指

向有所區隔，一如「口體」與「志」、「四體」與「心」的相對情況。 
小體、大體之判為孟子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小體為不思的耳目之官，大體為能思能行道德

判斷之官，此乃孟子所明確宣示者，大體的精神性指向固無庸置疑。關於大體與小體間的關係，

下文將會有進一步的說明。在此，我們至少可以確定：大體、小體之「體」皆意指形軀之區位

與器官。 
最後，我們看到在孟子「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10的誘導式設問中，「體」與口、耳、目並舉，亦充分表現出「體」作

為物質性軀體的指涉取向。11 
接下來，檢討其他未能完全確定之四例。 

                                                      
10 《孟子•梁惠王上》，《四書集註》，頁 200-201。 
11  Nathan Sivin 已指出在中國早期的文獻中，「體」意指具體的、物質形式的身體或四肢，然只一語帶過，並未提出

論證與詳細說明。「State, Cosmos, and body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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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知言養氣章〉為《孟子》極重要之章

節，12而在孟子回答公孫丑的這一小段話語中，志、氣對舉，「志」顯然是精神意味較重的意志，

「氣」則屬生理意義較強的血氣，與下文的浩然之氣、平旦之氣、夜氣等「氣」並不相侔。13

因此，孟子方會在上述定義後，提點須「持其志無暴其氣」，並指出人的行為表現可有「志壹

動氣」與「氣壹動志」二種不同的作用狀況。此處的「氣」，既為價值中立的生理性血氣，則

作為血氣凝成充灌的「體」自亦以生理性之軀體為側重之義。14 
其次，檢討「居移氣，養移體」。此條記載之原文為：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天

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

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極重視居、養對人的作用。居、養並涵二義：一為主體的道德自覺與修養涵育，「居仁由

義」15、「居天下之廣居」16、「存心養性」17、「養心莫善於寡欲」18、「集義養氣」19等皆

是此意義下的工夫論述。一為客觀環境對主體的影響與漸染，此種無言的形塑會使得處於相同

客觀條件的人具有氣質與行為表現上的類似性。齊王之子雖亦人子，但因所處地位與隨之而來

的各項居養條件之別，使其氣質習性與言行方式異於一般人子。相反的，魯君與宋君同為萬民

之尊，相近的居養條件使二人有著極類似的辭氣與說話方式，甚至令宋的守門者感到疑惑。「富

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20正是孟子對現實環境所具有的形塑與漸染力量之觀察與體悟。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居移氣，養移體」之「體」在生理性、物質性的形體之外，亦包涵

了此形體的容止氣象。這是《孟子》16 個「體」字中，與今日學者所習言的「身心交滲」之

身體義最接近的一例。 
接著再檢視「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一

語。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此語乃是公孫丑聞之於他處，而非孟子之言。不過即令如此，此處「一

體」和「具體」的譬喻方式，與上文所述的「體」之意指與用法並無悖反。誠如前述，《孟子》

中的「體」絕大多數乃指涉軀體的部位、器官與肢體，亦即為身體的部分或部分的身體。孔子

                                                      
12  李明輝對〈知言養氣章〉之義理結構與意涵有精闢的闡發。見氏著：〈《孟子》知言養氣的義理結構〉，《孟子重探》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 1-40。 
13  楊儒賓指出此語脈下之「志」為精神性之志意，「氣」則為價值接近中立的體氣、血氣、營衛之氣。見氏著：《儒

家身體觀》，頁 155-156。 
14 Deborah Sommer 在提及「氣，體之充」時表示：「體」有時會被概念化為容器，因其可被他物充滿，並因內容物

而得到擴充。「Boundaries of the Ti Body 」，p.315。 
15  《孟子•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90。 
16  《孟子•滕文公下》，《四書集註》，頁 269。 
17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76。 
18  《孟子•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215。 
19  《孟子•公孫丑上》，《四書集註》，頁 224。 
20  《孟子•告子上》，《四書集註》，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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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之時者，周全而無偏，子夏等人僅能得聖人之一美，猶如得整全身體之部分，故言子夏等

人「皆有聖人之一體」。至若冉牛、閔子、顏淵等人，則非僅得偏側之美，而是能面面皆到；

雖然如此，其境界與聖人仍相去甚遠，以其人皆未能如孔子之高深廣大，故曰「具體而微」，

具者，全也，無偏分也。關於孔子門徒或有聖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的說法，自可視為一種身

體隱喻，此種隱喻性思維固常見於中國古代思想的論述中。21 
綜上所述，除了「大體」之心、「居移氣，養移體」及「一體」、「具體」的身體隱喻用

法之外，《孟子》書中之「體」義幾可確定：即軀體的部位或器官，而亦可延伸為整個生理性、

物質性軀體的全稱，至於其中的精神意涵是極其微渺的。 
至於《孟子》中之「身」義，則可以上述小體、大體一則引文加以說明。《孟子》一書中

「身」字凡 59 見，或為名詞，或為動詞，但即使作為動詞之「身」字，亦是由名詞的「身」

義延伸而出，關係極為密切。孟子於此段對話之始即指出人皆知愛身修身，且所愛養者皆為全

幅之身，此即「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之義。然而話鋒一轉，孟子指出形軀有許多組成部分與面相，至少可粗分為耳目之小

體與心之大體，人之善不善端取決於主體所愛養者為何。孟子言下之意，自是人人皆知愛養其

身，但往往只是愛小失大。 
對於小體、大體於存在與價值、自然生命與道德根源等哲學視域之殊異與意涵，乃學者所

深悉者，此處更不須贅論。本文於此僅指出二點： 
其一，孟子之「身」乃包含作為生理形軀的小體與能思之心的大體。誠如徐復觀先生所言，

孟子將價值根源在生命中的具體部份交由「心」說明，22「仁義理智根於心」23即充分宣示道

德之心之所在，即道德意志之所在，亦性之所在。另一方面，氣為體之充，又可經主體之修煉

昇養而精純化為理性沛勃的浩然之氣；而「中心達於面目」，24必顯為辭色，發於言行。 
孟子之「身」既是並涵大體、小體，則是同時包括了能進行道德知感及判斷的理性根源，

和以感官特質存在的生理形軀；亦即「身」兼具了精神與物質、事實與價值、理性與感性、內

在與外顯、超越與具體等雙重向度。以《孟子》的語彙而言，「身」是心、性、志、氣、體、

色的的聚合與綜合存在，是「人」的全幅展現與說明。25我們可以說，孟子之「身」乃「身位」

（person），或可以楊儒賓先生所定義之「身體主體」（body subject）概言之。26 

                                                      
21 關於隱喻性思維及身體隱喻，請參看黃俊傑：《東西儒學史的新視野》，頁 370-404。 
22 徐復觀指出：「孔子未點明價值根源在生命中的具體部份，到孟子才點出是『心』，『仁義禮智根於心』。孟子這句

話，是中國文化在長期摸索中的結論，這不是邏輯推理所推出的結論。」見氏著：〈心的文化〉，《中國思想史論
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頁 245。 

23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82。 
24  《孟子•滕文公上》，《四書集註》，頁 267。 
25  安樂哲在論及中國古代哲學之身體觀時表示：「儘管『身』可能指的是人體的外在形象，也可以指人的物質屬性，

但它更多的是指整體身心交關的人。」同時，安樂哲還注意到「身」與「人」發音上的繫連及二者各自的語義功
能：「身」是與「自身」（self）有關的人；「人」則是有「他者」（other）涵義的人。前揭書，頁 479-480。事實上，
安樂哲在翻譯《道德經》中的「身」字時，一律譯為「person」。另外，廖名春亦提出相同的見解：「身、人可通
用，但人為他人，身為自身。」見氏著：〈「仁」字探源〉，《中國學術》，第 8 輯，頁 137-138。 

26  楊儒賓指出：孟子理解的身體是心氣交錯感應的有機體。楊氏並將意識的身體、形軀的身體、自然氣化的身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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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孟子指出體有小大，有貴賤。就存在的具體性而言，心官小而形軀大，然孟子卻以

心為大體、形軀為小體，更以富涵價值意味之「貴賤」形容之，則孟子對心與生理形軀之價值

判斷固極昭昭矣。雖然孟子明確地對心與感官做出價值分判，並指出君子的修養方向應以小體

從大體，但這應然的期望並不意謂能成為實然的現象，亦即在現實中，大體未必能主小體，小

體也不定然役於大體。事實上，小體與大體的發用並無主從的必然性，二者是可互相凌主其上

的；因此，孟子方會有「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的提

點。「小者不能奪」則意謂著有小奪大、賤凌貴之可能；君子立乎其大、持志、求放心等修養

工夫正因此說，此固與「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的觀察與思考模式相一致。 
對於大主小、貴主賤在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學者或因大體對小體具有價值上的優先性而

有所混淆，且此混淆常來自與《五行》文字之比較。〈說 22〉：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悅聲色者也；鼻口者，悅臭味者也；手

足者，悅佚愉者也；心也者，悅仁義者也。此數體者皆有悅也；而六者為心役，何也？

曰：心貴也。有天下之美聲色置此，不義，則不聽弗視也。有天下之美臭味置此，不義，

則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間尊長者，不義，則弗為之矣。何也？曰：幾不勝，小不勝大，

賤不勝貴也哉！故曰心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體之小者也；心，人體之大者也，

故曰君也。27 

在形式上，《孟子》「小體、大體」一章與《五行》「說 22」之詞語定義和論述脈絡固極相

似；但細察二段文字，可發現二者雖皆強調心在價值上的絕對優位性，但《五行》顯然比《孟

子》要樂觀許多，至少我們並未在此段文字中看到孟子對於小可奪大、賤可害貴等可能狀況的

危懼感。因此，若只就此段文字而主張《五行》之心與體乃是使役者與被役者的關係猶可，如

因《五行》之語而「輔證」孟子亦認為心在現實作用上對體必具主導性與優先性，恐怕是不符

合《孟子》原旨的論斷。28 
就存在論意義而言，心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等同為身之一體，孟子以「大體」稱心，蓋

在突顯心本為人身之所具的存在事實，並由此闡明價值根源之內在與道德主體之所存。因此，

在孟子的思想中，身、心並非相對的概念，小體、大體，或說心（志）與體方為相對的概念。

亦即於此理解基礎上，孟子才會將「養口體」與「養志」對舉而論。如果說孟子對於理性／感

                                                                                                                                                            
社會的身體四義相互參差，賦予「身體」一更高級的共名。建立於此理解的基礎上，楊氏以「身體主體」的概念
綜攝意識主體、形氣主體、自然主體與文化主體等義。《儒家身體觀》，頁 8-9。 

27  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0），頁 60-61。 
28  陳來表示：《五行》經文中的「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和心的關係是使役者與被使役者的關係，……其論體之小不勝

大，賤不勝貴，論體之小者和體之大者，與孟子體有貴賤、有大小及大體小體之說完全相同。」見氏著：〈帛書
《五行》篇說部思想研究〉，收於杜維明編：《思想•文獻•歷史──思孟學派新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頁 69-70。由於陳來主張《五行》之經、說分別為子思、孟子所作，故對二文本之思想採取一致性之解釋。又，
黃俊傑在論及《孟子》大、小體之觀點時，亦取《五行》說 22 為參照，認為「在孟子系統中，「心」（大體）對
「身」（小體）具有支配作用。」此外，黃氏在文中對島森哲男「孟子僅強調『心』對『身』之優先性，而未肯
定『心』對「身」之支配地位」的主張表示質疑；然筆者以為島森哲男之見方符合孟子之旨。見氏著：《孟學思
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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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精神／物質、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等相對概念進行過深刻的體悟及思考，那麼絕非表現在

身／心範疇中，而是呈顯於心／體的對立論述裡。 
而如前文所言，孟子之「身」乃是心、性、志、氣、體、色等概念的聚合與綜攝，為「人」

的全幅展現與說明；因此，「身」在某些特殊語境下，可作為個體之「人」或「己」的同義代

詞。29同時，因為個體在心、志、氣、體等方面的綜合差異而必展現出相別如面的不同身貌，

身遂因此而擁有道德意涵，是以「修身」、「潔身」、「守身」、「失身」30之詞語在語言使

用與概念形成等方面才得以可能。 
「身」雖為人的全幅說明，而包具了心、性、志、體、氣、色，但對孟子而言，「心」方

是「身」最具價值意義的存在。養身、愛身、修身的正確標的固在常人所忽略之心。「人之於

身也，兼所愛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之引文已說明了心才是人所應養愛者，類似的論述與

譬喻不斷出現於《孟子》一書中：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上〉）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告

子上〉） 

在這些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孟子極力強調「心」本為「身」之所涵的存在事實，並反覆申明「心」

乃「身」之價值結穴處，也看到孟子對時人但知愛身、養身，卻愛非所愛、養非所養的喟息。 
孟子將「身」視為「人」的全幅說明，此思想固其來有自。郭靜云教授曾由古文字學研究

的角度指出：「身」與「人」讀音相同，字義則部分重疊，字形復關係密切，因此在古文字中

常見「身」、「人」部首互替的例子。31而以「身」包「心」來統言人之全貌，亦見於《孟子》

之外的典籍，如《論語》中即曾載曾子每日必「三省吾身」，孔子亦曾說：「茍正其身矣，於

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32由文義及孔、曾之思想觀之，此二例之「身」必兼

具「心」而為全人之統稱。 
雖然如此，「身」對「心」之包具是否為歷史悠久的思想傳統，或說「身」同時包涵了「體」

的生理形軀義與「心」的精神生命義是否在孟子時代已成為普遍的認知基礎和思想背景，恐怕

                                                      
29  《孟子》以「身」為「人」、「己」的同義代詞之例，如「言非理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

也。」〈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90。「君所以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梁惠王下〉，《四書集註》，頁
220。 

30  孟子之「身」為「人」之綜攝說明，故亦具道德意涵，以是多有「修身」之語。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402。其他類似用例，如：「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萬章上〉，《四書集註》，頁 326。又：「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95。 

31  郭靜云，〈試論先秦儒家「 」概念之來源與本意〉，頁 9。  
32  《論語•子路》，《四書集註》，頁 136。 



修身與立命──由《孟子》「身」、「體」概念之析辨論主體的限制與自由 
487 

是可以再深入考察的問題。王中江先生曾表示，「身」本義為軀體、形體、身體。春秋戰國的

「身」主要在二意義上被使用：一是把身心統一起來的「自身」、「自己」，如修身；一是指

與心靈相對的形體與身體。33。 
由王氏的研究結論可知，將「心」納入「身」的範疇，至少在春秋戰國時代尚不是普遍的

認知結論，其時仍有將「身」與「心靈」相對看待的思維狀況。另外，出土文獻中的「仁」作

「 」，不論「 」的造字原指與延伸義若何，34我們皆可由其字形判斷「身」、「心」二概

念曾被相對地思考過，且彼此間可相互化約的程度應不高。 

以上述論述為基礎，我們可以推論《孟子》一書中的「身」、「體」概念之異或非歷史演

變下的必然產物，而是孟子自覺的區辨。孟子將「體」鎖義於生理性的形軀範域而與「心」成

為相對概念，並刻意張大「身」的涵具，使「身」擁有精神／物質、理性／感性、具體／超越、

普遍／差殊等向度；身如是，則人自如是；心在身中，則性亦在身中，人之得為道德主體自不

待言。 
孟子區分身、體之異指，乃是對心、身之蘊的同時拈提。孟子對「心」原即「身」之所有

的強調，以及對心之道德內容與價值意義的闡揚，其意義不僅在朗明性體的真實與純善，亦是

對「人」之本質與涵蘊的再詮發。 

三、身與命：主體的具體性與限制性 

在上一節中，我們看到《孟子》之「身」因兼攝心、體而顯示出許多「兩極相關」35的雙

重向度。作為「人」的全幅說明，「身」同時具備了人皆有之的四端之心與各異如面的體氣差

殊，使得「身」並涵普遍性與差異性的意義。正是在差異性的意義上，「身」可以在某些語境

中作為「己」或「個人」的代詞，如前引「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以及「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36等例。 
 

                                                      
33  王中江：〈「身心合一」之仁〉，收於林維杰、邱黃海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中國觀點》（臺北：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 102-104。 
34  關於「 」字之研究，可參看廖名春、王中江、郭靜云等前揭文。另可參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1996）；白奚：〈「仁」字古文考辨〉，《中國哲學史》，第 3 期（2000 年 8 月）；龐樸：〈「仁」字臆
斷─從出土文獻看仁字古文和仁愛思想〉，《尋根》，第 1 期，（2001 年 2 月）；梁濤：〈郭店竹簡「 」字與孔子仁
學〉，《哲學研究》，第 5 期（2005 年 5 月）。 

35 「兩極相關」（polarism）的概念見於安樂哲著，彭國翔編譯：《自我的圓成：中西互鏡下的古典儒家與道家》，頁
470-476。安樂哲解釋「兩極相關論」之思維模態：「所謂『兩極相關論』，我是指一種『共生性』（symbiosis），即
兩個有機過程的統一性。這種共生性要求雙方彼此互為必要條件，以維繫雙方的存在。在這種範式中，每一種存
在都是自生（auto-generation）和自決（self-determinate）的。……對事物關係的兩極相關性理解（a polar explanation）
把世界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世界處於『過程』（process）之中，它具有內在關聯性、依賴性、開放性、相互
性、非確定性、互補性、聯繫性、共存性等特點。」引文見頁 471-472。 

36 《孟子•梁惠王上》，《四書集註》，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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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普遍性／差異性」的雙重意義外，「身」亦因兼具精神性與物質性的面相而特能彰

顯人的存在事實，而與表示存在於時空中的「生命」有著相同的指謂。「殃必及身」37以及 11
見於《孟子》中的「終身」等用例即肇由於此。38 

除了表示存在的「生命」義之外，「身」亦因兼具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內容，而得與歷史、

現實進行對話和互動，相互融滲，彼此形塑。在這一層面上，「身」不僅表現出「群體／個體」

的兩極交關意涵，也為身與社會的連繫提供了說明基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39即建立於身對家國天下在精神與現實的雙重滲透與反饋。此種身與家國天下的緊密

繫連，在對執政者進行描述時，表現得更為明顯。「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40，「梁惠王曰：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41，滕文公欲為父守三年之喪，百官諫曰：「吾

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42「暴其民甚，則身弒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43；身的廣延與時空維度，於此被清楚的勾勒。 
身的時空維度充分說明其具體性，而具體性常與「限制」的概念相伴生。身的具體性使其

必然要居處於某一歷史語境之中，且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此總體語境對自身的影響、浸滲與模

塑；此種浸滲與模塑自是一「原罪」式的限制。由體氣而來的智愚美醜、靜躁剛柔等個體條件

與特質，在主體未能致曲自得之前，固為主體伸展時的限制；具體存在於時空中的自然生命必

有終止之時，復為死生之限制；因形體感官而有種種自然欲望，且因此自然欲望而必向現實世

界有所求索更是一內外夾擊的限制。此外，當身與現象界相遭逢，必會產生事件或狀態，不論

這些事件及狀態是否如主體所願，皆是主、客交遇後所共成的歷史軌痕，且同時展示著主、客

雙方的自由與約限。 
因此，雖然「身」因具「心」而擁有超越向度，但此超越向度的確常為身的具體性所帶來

的種種制限而淹沒、隱蔽。事實上，身對主體所造成的各種制限恐怕比其自由能力更為可感；

尤其對敏於觀照省察的哲人而言，因身而生的諸多約制，亦常是對「人」進行深刻凝視後所看

到的重要圖像。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44之嘆，絕非只來自對形軀、身體、我執

等主體本身限制的理解，而亦源於覺察到身與經驗界交逢、碰撞後必會引生諸多事件與情境，

而人常膠泥於這些事件與狀態中，使氣用智，造成生命的陷落與淪滯。因此，在《老子》這段

                                                      
37  《孟子•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400。 
38  郭靜云由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指出：「身」原指肚腹，後來「腹」（母腹）與「生命」之概念相連結，「身」遂具有

「生命」義，且涉及此身所從出，從此身所出的生命歷程。〈試論先秦儒家「 」概念之來源與本意〉，頁 10-12。
然而，即使「身」具「生命」義已自古有之，但在不同哲人的思想體系中，概念的意義內容、概念與概念的連結
仍可表現為不同的形式與樣貌，而展示出哲人獨到的哲學觀察與思維特質。 

39  《孟子•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87。 
40  《孟子•滕文公下》，《四書集註》，頁 279。 
41  《孟子•梁惠王上》，《四書集註》，頁 194。 
42  《孟子•滕文公上》，《四書集註》，頁 254。 
43  《孟子•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85-286。 
44  《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

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
下，若可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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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中，現實界中的「寵辱」乃是身之所以為患的重要緣由及立論視角。 
在《孟子》一書中，「身」所帶來的種種約限，幾乎皆可由「命」解釋之，或說「身」對

主體所造成的限制固與「命」的概念緊緊相連。〈盡心下〉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45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46 

耳目口體所象徵的自然生命與仁義之心所指涉的道德生命，實皆「生之謂性」的內容。但因告

子對「生之謂性」中的道德生命向度不能覺察，故使其「生之謂性」的實指有所缺漏，萎縮了

此定義的意義內容及深度，亦使此說受到孟子的質疑與挑戰。然究其實，對於人生而必有的自

然生命之向度，孟子固從未掩耳盜鈴地否認其實在。明道不反對「生之謂性」之語，並不意謂

他贊同告子之論闡與解釋，而是體察到「生之謂性」命題中原應具有的全覆性說明與縱深。 
「命」同時具涵了莊嚴的「天命」義與無可如何的「命限」義。47而不論是作為價值標準、48

於穆不已的莊嚴天命49，或作為「由氣化邊之限制（感性之限制、氣質之限制、遭遇之限制）

而顯者」50的命限之命，皆誠如唐君毅先生所言：「中國哲學之言命，則所以言天之人際與天

人相與之事，以見天人之關係者。……故外不只在天，內不只在人，而在二者感應施受之交。」51

由於命同時展現出天人之交的超越面與現實面，故其存在已自寓涵著外在條件對主體的給予和

約制；此種給予和約制同時反映出主體在領受時無可迴避的被動與被決定色彩。故徐復觀先生

指出：「在人力所不能達到的一種極限，界限之外，即是在人力所不能及之處，確又有一種對

人發生重大影響的力量，這便是命。」52 
正是立基於此一理解視域，孟子對生而所有的自然生命與道德生命進行了不同範疇的歸劃

分判。耳目口鼻等感官及隨之而來的欲望，皆是由「身」的具體性而產生的必然限制。對成德

的君子、聖人而言，此自然生命自不致影響道德生命的開拓與完成，且恰是道德主體的實現與

伸展之所以可能的現實根據。在感性生命中體察並提煉出涵蘊於其間的道德本質與價值意義，

                                                      
45  《孟子•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398。 
46  同前註，頁 376。 
47  對於中國古代之天命思想與孟子命觀之研究，可參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頁 25-29；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

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520-559；牟宗三：《圓善論》，頁 131-156；戴璉璋：〈儒家天命觀及
其涉及的問題〉，收於鍾彩鈞編：《傳承與創新》（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頁 455-490。 

48  勞思光表示：「說『天命』時，首先必涉及──『人格天』之意志；然後，由於『天』之意志在原始社會中本視作
一權威標準，於是進而將『天命』作為一價值標準看；換言之，即是以順『天命』為合乎『正義』。」《中國哲學
史》，頁 25。 

49  唐君毅指出中國古代天命觀有三義：天命之周遍義、天命與人德之互相回應義、天命之不已義。氏著，《中國哲
學原論：導論篇》，頁 527。 

50 牟宗三：《圓善論》，頁 154。 
5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頁 520。 
52 徐復觀：〈釋論語的仁──孔學新論〉，《中國思想史續編》，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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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可在深邃的哲學思考與生命觀視中達致，53然而在孟子所處的時代中，時人對仁義之心多不能

覺察，且無可諱言，小凌大、賤奪貴的情形固為經驗界中更常見的事實；因此，揭示存在於感性

生命中的價值深蘊與倫理向度，既非孟子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意識，亦非孟子所肩負的哲學任務。 
袁保新先生嘗指出，孔子歿後，人性論漸成為先秦諸子關懷的共同課題。54然而，其時儘

管百家爭鳴，但時人多僅能由最易知感的自然生命來把握性，「性無善無惡」、「有善有不惡」、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等說法均是建立在對感性生命的觀察及把捉之上。然不論如何，感

性生命及由此而生的種種表現與欲望均是吾人生而具有的存在事實，孟子既不能否定此事實，

故僅能透過價值意義的區判，透過對自然生命和道德主體範疇歸屬的界義，將自然與自主、限

制與自由等相對概念進行辨析與說明。55 
口、目、耳、鼻等感性存在與欲望，固然是「生之謂性」的內容（「性也」），但因其乃

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於其中無以見道德主體的朗呈與奮作，故孟子將其納入被動意味較強

的命範疇（「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舉不只是君子對存在與價值的分判，也是君子拒

絕以感性生命的自然限制作為卸責的藉口，此中蓋朗現著君子對價值完成與道德責任的完全

承擔。 
同樣的，仁義之心既天所予我者，則就「領受」義而言，固不可說非天人相與之「命」；

亦即仁義之心的具存固有命數之不得避易者，而可說是另一種「莫之致而至者」之命（「命也」）。

雖然如此，相較於對自然欲望的感知，人們對仁義禮智之心的體察與認取乃需要高度的自覺，

更需念念不斷的實踐始得成就。正是這份艱辛的自覺、體察與永無止息的實踐歷程，揭示了主

體的尊嚴與價值，亦為人禽之辨作出最好的說明；更何況仁義禮智的實現乃求則得之、求有益

於得的完全自主與自足。縱父不慈如瞽叟，固不影響子之能為孝如大舜；縱君不義，亦不減損

臣之得盡忠；只不過為孝與盡忠的表現方式或因時境而有所不同，然絕不會因此而造成道德內

容的欠餧與萎縮。是故，孟子雖不否認仁義禮智之在我亦有「命」義，但仍自覺地將其劃出命

範疇之外，完成對「性」的莊嚴許諾與昭示。 
如前所述，身的限制性固不只表現在因軀體而生的感性生命中，亦具顯於身與外界相遭逢

的種種際遇裡。此種因主客交遇而生的種種約限，似乎也只能交給「命」來回答。〈萬章上〉： 

                                                      
53 對於自然生命的價值意涵與道德向度之肯定，在宋明理學的發展中逐步透顯。其表現方式之一，即在於將氣質之

性一於天地之性，並給予人欲的位階以合理的肯認；如王船山即嘗言：「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思問錄》，《船
山全書》（長沙：嶽鹿書社，1998），第 12 冊，頁 405，又言：「天理原不舍人欲而別為體」，《周易內傳》，《船山
全書》第 1 冊，頁 413；「終不離欲而別有理也。」《讀四書大全說》，《船山全書》第 6 冊，頁 911。 

54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40-43。 
55 李明輝曾依康德之思想對孟子「求則得之」一段話作出解釋，指出「求則得之，舍之失之」為「自由底界域」，「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為「自然底界域」，並表示「康德透過『現象』與『物自身』之區分來化解這項背反，即是
將自然劃歸現象，而將自由劃歸物自身，使兩者之間不致構成矛盾。因此，當我們分別透過現象與物自身底觀點
來看人的時候，便可以區分人底雙重身分，即作為物自身而屬於智思世界的道德主體和作為現象而屬於感性世界
的自然生命。」李明輝在這段論述中雖未引及孟子性、命分立之論，但觀其文義，當是連結著孟子性、命分立的
思想對孟子學所作的綜合闡釋。見氏著：《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
所，1994），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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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子之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

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

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不謳歌益而謳歌啟，

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

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56 

孟子回答萬章的這一大段話非常有意思，充分顯示出孟子對於個人在現實中的不同際遇之理

解，既回答了萬章對「禹之德是否不如堯、舜」之惑，也為「有德者何以不能有天下」的福德

不一現象作出了解釋。 
堯、舜、禹同德且同行也，堯薦舜於天於民，舜亦薦禹、禹亦薦益，皆無一毫私意於其子。

然舜相堯、禹相舜之時日久，得民深，堯、舜之子復不肖；故堯、舜薨，舜、禹雖各避堯、舜

之子於他處，天下之民仍不從先君之子而從舜、禹，舜、禹以故而有天下。由於益最後未有天

下，我們無從知悉益最後會否如堯、舜、禹般地薦賢讓國，但至少在啟為天子之前，益的作為

並未與舜、禹有所違異。 
禹會薦益於天，令益輔相七載，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益之德行至少具有一定的高度。事實

上，禹薨之後，益也依前聖之所為而避啟於箕山之陰，但因益施澤於民未久，且啟賢，兆民遂

歸啟而不歸益。 
三聖皆薦賢讓國，然堯、舜遂願而禹子繼統，這該如何解釋呢？對此，我們自可以回答：

此乃因堯、舜之子不肖而禹子賢，且禹相舜久，而益施澤於民未久，是以造成不同的歷史發展。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何堯、舜、禹同為古之聖王，堯、舜卻有不肖之子，獨禹有賢後

代時，此答案顯然已不是邏輯理性所能回答了。然而，正是這個非邏輯非理性的原因極大程度

地決定了舜、禹、啟、益之身在現實的存在位置及展現方式，甚至形成了歷史。當主體與現象

界相遭逢，常會產生許多人力所不能及且無法解釋的境遇，這些境遇或許不能減損主體的價

值，但的確對主體的現實生命與發展結果造成影響，福德一致的因果性於此是無法被證明的。

對於這些違背福德相因之情感願望的境遇，對於這些無由說明的遭際，對於這些無法與主體的

努力與品德相符應的發展結果，孟子只能將它們交給「命」來回答。孔子與三聖王同德，舜、

禹、孔子同為布衣，然舜、禹有天下而孔子不有，蓋因無天子薦孔子；伊尹、益、周公即使功

高德備，然因其君未若桀、紂，亦不能有天下。舜、禹得薦於天子而孔子不得薦，是命；伊尹、

益、周公無桀、紂之君，亦是命。 
 

                                                      
56 《孟子•萬章上》，頁 323。 



第七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492 

 

〈梁惠王下〉記載魯平公欲見孟子，為嬖人臧倉所阻。其後，樂正子告孟子以臧倉阻平公

事，孟子的回答是：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57 

此處之「天」與前段引文中的「天」皆與「命」同義。就常人的眼光視之，孟子之不得遇於魯

君，蓋因臧倉之故，然孟子顯然不作如是觀。就此段文字「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與上段引文中的「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比並而觀，孟子對「命」的涵覆疆域與施力範圍

顯然是經過深刻思考的。 
得父如瞽叟、有弟如象，以及窮達否泰等遭際乃決定於非人力所能測度與解釋之命與天。

臧倉雖為嬖人，但為何魯平公欲見孟子當天必會見到臧倉，為何臧倉會問魯君何往，為何魯君

又會輕納其言，這顯然不是「臧倉」這個理由所能決定與解釋的。 
當孟子以「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為「非人之所能為」的境遇進行

總結時，即表示孟子承認在天地間確存在一股人力所不可及的力量，這股力量在人力之上，能

影響人的存在展現，能塑造某些無可如何的結果。至於這股力量是如何產生，又依照何種律則

施展其影響，蓋同樣為人力所不能回答；事實上，孟子也不想對此問題進行探索與解答。 
孟子在正視並接納「命」的存在之後，所關切的問題是：既然「命」為無可閃躲的存在事

實，且已然對主體的實現與伸展造成限制，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此一存在事實？如何在必然的

限制中力保主體的自我完成？在「身」與「命」的雙重限制下，自由如何可能？在無力回天的

命限與命數之前，人的價值與尊嚴又當如何挺立？以上這些問題，孟子以其清朗的智慧為我們

提出了解答。 

四、修身立命：限制的超越與主體的自由 

「命」為天人相與、主客遭逢之際所產生的生命現象和現實際遇之總結。孟子雖承認命的

存在事實及其對人所造成的約限力量，卻仍秉其對道德主體性的堅強信仰，對命的疆界進行嚴

格的判劃。當萬章問孟子，孔子是否曾事狎臣癰疽及瘠環時，孟子答曰：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58 

「命」作為命限與命運之義由來已久，59命運與命限的重要特質之一，即在於其結果之不確定

性或無可確定性。對彌子「孔子主我，衛卿可得」的宣示，孔子只簡單的以「有命」加以拒絕。

                                                      
57  《孟子•梁惠王下》，《四書集註》，頁 220-221。 
58  《孟子•萬章上》，《四書集註》，頁 326-327。 
59  命運義之命已見於《詩經》，如〈召南•小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參見勞思光：《中國哲學史》，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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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於此言「有命」，顯然並不是針對衛卿是否可得而發，因為就彌子的保證看來，事彌子而

得衛卿在實現上應具有相當的確定性，故單就此事件的發展而言，似乎還不必交給無可如何的

「命」來回答；然而，孔子卻恰以「有命」答之。孔子此一饒富興味的回應同時表現出主體在

「命」面前的被動性與能動性。逢遇明君、澤被於民自非求而得之之事，對此人力不能贊一詞

之際遇，固只能被動地領受，委之於命，故孔子曰「有命」；然而，當孔子面對彌子之邀，卻

又以遇合有命的偶然性為理由，主動地決定了自身必然的發展方向。 
對孟子而言，孔子之所以能將一己之窮達否泰、遭際遇合委之於命，以「有命」安置之，

乃是建立在「進以禮，退以義」的先決條件上。只有在進退以禮義的是非抉擇與倫理實踐後，

人的窮達否泰方能交給「命」來說明與負責，此亦「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之蘊。換言之，在

孟子的理解與定義中，「命」雖有其不可解釋與不能致力處，亦對人有約限的力量，但這些意

義內容與範圍都只能存在於「求之有道」之後，「命」的疆界不當被無限地拓延。60缺乏價值

理性的思考和運作，缺乏道德意志的判斷與踐履，則主體所得的遭遇亦缺乏委付於「命」的資

格。亦即因此，孟子方明白指出，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無義則無命

之可言、可說，亦無命之可付、可託；「義」是主體得以發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之嘆的必要前提。 
在此，我們看到孟子對「命」的嚴格界義與深刻思考。孟子在承認命限與命數之實在的同

時，並未因此而抹煞主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且更因此而要求主體對命運發展方向的自覺與負

責。為更清楚地闡發這一迥異於古代命限思想的道德涵蘊，孟子更以「正命」宣示主體對其命

運所應負責的畛界：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61 

人因「身」而擁有種種特質與條件，並因身的活動而在現實中產生諸多事件與境遇。不只這些

特質、條件、事件與境遇都具備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偶然特質而可納入命的範疇，

即仁義禮智之我有，亦莫非天所予我也，故孟子也承認「我固有之也」的仁義禮智乃「命也，

有性焉」。由此角度而言，人的一切的確「莫非命也」。 
然而，正如孟子以分立性、命的方式突顯出君子的道德省覺與價值意識；在此，孟子亦在

承認「莫非命也」之後，隨即提出「正命」的概念，並進一步以「正命」之命為吾人唯一可委

付及領受之命。 

                                                      
60 張岱年表示：「從儒家的見地來講，無人事則亦無天命可言。因為命是人力所無可奈何者；今如用力不盡，焉知

其必為人力所無可奈何？焉知其非人力所可及而因致力未到所以未成？所以必盡人事以而後可以言天命。命不可
先知，必盡人力後，方能知命為如何。萬種設法，仍無效果時，然後方能斷定為命不容許。」氏著：《中國哲學
大綱》（臺北：藍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2），頁 452。 

61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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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其道」即義也，亦即「進以禮，退以義」的道德判斷與倫理踐履；「正命」即是主體

經過道德判斷與倫理踐履後所產生的一切遭際。這些遭際之或吉或凶，或遇或不遇，皆為進退

以義所得的結果，故為命之正而稱之為「正命」。「正」非關否泰，無干窮達，而為價值上的

義理之正；因價值為正，故由此價值而來的一切窮達否泰遂因其莫非義之所在，而莫非正。 
孔子可主彌子而不願，孟子拒齊王萬鍾之祿，62都是主體進退以義下的自主選擇，也是主

體對未來命運的決定。當孔、孟拒絕彌子、齊王後，即表示他們須再步上漂流之旅，接受各種

可能的際遇。對孟子而言，只有這些際遇可稱為命，「非正命」之命實在不能涉於「命」的意

義範圍。亦即因此，孟子嘗言：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疑，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63 

自侮、自疑、自伐與犯罪桎梏64皆是違仁悖義之行，由此而得的各項結果不只是「非正命」，

根本就不能稱之為「命」，更不可託之於天，但為主體自作孽的必然之禍。因此，「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君子雖能坦然面對行禮守義後的禍福吉凶，但這並不表示君子對吉凶禍福即

應無所措意。事實上，正因君子充分了解「命」的合理疆界，故對自身所應擔承的責任範圍亦

格外了然：不立乎巖牆之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皆是主體對自身的負責，亦是對命運的負

責；在不違仁義的前提下，趨吉避凶、追求幸福原即君子本分。將一切死生安危交給上天，不

只是卸責，亦是無知，同時也是對孝道的違背。65 
即因「正命」包具了對是非的判斷選擇與對吉凶的合理趨避，是以此概念本身固已揭示了

主體的自由與對限制的衝決。雖然得與不得的命數仍是人力所不能及與不可解者，但以正命為

順受方向之君子固未嘗對命運束手就縛。命固可予人以約限，但君子在正命之時，已先給命運

發展方向以約限，亦即令命運只能在我所允許的向度上施展其力量。而因命運的發展方向乃由

我擇定，復因我對命數莫可致而至的特質之了然，故一切窮達否泰之可能固已為我所知，亦為

我坦然安舒地領受，此之謂「順受」。 
「順受其正」表現為孔子答以「有命」的安然淡定，表現為孟子去齊「何為不豫」66的慊

足自得；因此結果乃清明本心運作後的自覺選擇，亦為君子勇於承擔與樂於負責者，故不怨天，

不尤人。「順受其正」是對「義領域之是非問題」與「命領域之成敗問題」的同時回答。67而

                                                      
62  事見《孟子•公孫丑下》，《四書集註》，頁 247-248。 
63  《孟子•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89。 
64  此處之「桎梏而死」之解，取朱熹《集註》所說。牟宗三對「桎梏而死」給予更寬闊的解釋：「凡亂來以戕賊自

己之性命皆是桎梏以死」，氏著：《圓善論》，頁 146；唐君毅則由另一角度詮解文本之義：「未盡道而立於巖牆之
下，桎梏其心性以死，則命非正命。」氏著：《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頁 544。 

65  《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66  《孟子•公孫丑下》，《四書集註》，頁 251。 
67  勞思光先生指出：「『自覺主宰』之領域是『義』之領域，在此領域中只有是非問題；『客觀限制』之領域是『命』

之領域，在此領域則有成敗問題。」勞氏並主張：中國古代思想中將「天命」與「正義」二概念相重合，直到孔
子方對此二概念加以區劃，令義命分立。引文則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1997），
頁 138。唐毅君先生則由「義之所在，即命之所在」的角度而申言儒家「即義見命」的立場。見氏著：《中國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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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受其正」之外，孟子更提出「立命」之說為人與命的共處方式作出總結，也為主體如何

在客觀限制中獲得自由提出解答： 
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68 

面對命遇的偶然性與限制性，孟子提出「修身」、「行法」以自處。對許多人來說，身心修養

似乎意謂著對身心的約制，但在孟子看來，修養工夫之極致恰是在張大身的涵蘊，具顯身的潛

質，恢復身的自性，使身得到拓展與自由。孟子曾表示：「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69足見孟子以居仁由義為吾身之應然與本然的思想立場。 
孟子不因加齊之卿相而動其心，不動心即是無待於外的自由。「動容周旋中禮」之從容中

道，乃禮來就身，非身去就禮；此時心體和諧，身心一如，無一毫勉強，更無一方受委屈，此

亦是自由。而在主體與現實界相遭逢的過程中，或會產生挫逆與困頓；面對這些挫逆與困頓的

態度與方式，更朗現著對限制的超越與主體的自由： 
故天將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70 

就幸福義而言，窮乏挫逆、災厄困頓皆是命遇的負面展現形式，它們對主體所造成的最大影響，

常表現為主體對天道運行與因果報償的不能理解，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沈無力感。這份深沈的無力

感最後常演變為主體意志的頹唐與對價值、努力等信仰的棄守，終至淹沒於客觀境遇的限制中。 
對於這些無可奈何的挫逆，孟子的面對方式是為它們建立意義，賦予這些挫逆以積極、正

面的價值，在窮乏困厄中鍛鍊心志與形體，拒絕對命運的負面形式俯首稱臣。而就在「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的自覺長養中，隨機的、偶然的，甚或荒謬的際遇化為一身心修煉的意義

過程，災劫困頓成為厚實道德生命、堅篤道德意志的資糧，與其他的修養工夫共同凝結出人格

境界的開闊與深邃。事實上，「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或為孟子身心修煉的最重要工夫之

一，而長期地為論者所忽略。 
建立意義是主體自由的展現，由被決定者成為決定者，孟子賦予命運以原或不存的價值及

意義。意義的思索、建立、深化與完成，皆刻繪著主體掙脫客觀限制後所獲得的躍昇及轉化，

主體性即在此躍昇及轉化中卓然標舉。 

                                                                                                                                                            
原論•導論篇》，頁 533-546。袁保新先生嘗撰文討論勞、唐二先生對儒家義命觀的不同說解，見氏著：〈從「義
命關係」到「天人之際」─兼論「自由」在孔孟儒學中的兩重意涵〉，《從海德格、老子、孟子到當代新儒學家》，
頁 161-198。又，吳有能先生亦對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對古典儒學命觀之詮釋進行比較研究；見氏著：
〈當代港臺新儒學對古典儒學命觀的詮釋〉，收於林維杰、邱黃海編：《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臺北：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 367-425。 

68  《孟子•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402。 
69  《孟子•離婁上》，《四書集註》，頁 290。 
70  《孟子•告子下》，《四書集註》，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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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道德修養與身心修煉本身即是價值，因此，它們本身即是理由、目的與報償，完全

滿足於自身，既不需要現實的幸福來保證其意義，亦不需要另外的存在來說明或成就其完滿。

君子的完滿不在命遇的窮達否泰，而在於道德實踐過程中所展現的理性輝光；泰達之遇非道德

實踐的附加價值，而是根本無與於道德實踐的價值。唯有經過深刻的哲學反省與修身鍛鍊，完

成對道德意志與價值意識的貞定，才能擁有俟命、立命的勇毅與從容。 
滕國以小國事大國，復間於齊、楚，左右為難，恐不得免。滕文公問孟子存亡之道，孟子

衡諸現實，提出去國圖存與守國效死二種建議，請滕文公「擇於斯二者」。而在提及去國圖存

時，孟子舉周太王避狄人而去邠遷歧山之故事，告訴滕文公「茍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71 
就現實言之，在去國圖存與守國效死之外，當然還有其他可能的應對方式，如卑躬屈膝、

首鼠兩端、苟且偷生，但這些選項從未出現在孟子的思考裡。 
不論是去國圖存或守國效死，均是對客觀限制的正面迎接與回應，均是君子之正命。守國

效死之結果更無須多言，而去國圖存雖有太王的成功故事，但孟子在以此勉勵滕文公的同時，

亦誠實地告知以命數的偶然與不確定性。去國圖存有成有敗，「若夫成功，則天也」，人力本

有其限極與不能處。雖然人力有不能，但孟子並未因此而投降繳械，而是要求在人力有限極處

進行無限極的努力，修身俟命，「強為善而已矣」。72了解客觀限制的實在，以不變的價值信

仰與言行法度坦然地迎接命數所給予的各種遭際，是壁立千仞的勇毅與天朗雲舒的從容，此即

「立命」的具體圖像。 
客觀限制與無可解釋的命數常考驗著主體的道德信仰。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勇悍精進如子路亦不免對命運天道產生質疑與慍怨，而對孔子提出生命的大惑：「君子亦有

窮乎？」 
子路之問實反映了一般人對「德福一致」的情感認知及期望。73對此情感認知及期望的落

空，孔子只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作為回答。對孔子而言，「君子亦有窮乎」這個問

題或許根本不應存在於君子的心中，因為這個提問的本身已自寓意著對「以福報德」的目的性

期望，其更深的意義是代表發問者對道德價值的未能自足。君子、小人之判非見於命數的窮達，

而是見於面對窮達命運時的態度。孟子「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正繼承此一態

度：不否認命數的存在，不追問其所從來，甚至不去辨析其存在與表現的合理性，因為價值信

仰本身已足以回饋並解答一切。 
牟宗三先生曾指出：「中國哲學特重『主體性』（subjectivity）與『內在道德性』

                                                      
71  《孟子•梁惠王下》，《四書集註》，頁 269-270。 
72 唐君毅嘗言：「故在墨子，雖篤信天志而非命，不信人力之所限極，然實不知所以處此人力之限極之道。在孔孟

之知命立命之教，則有道以處此限極，是以人力雖似有限極，而其道則以承擔此一切限極而無限極。」見氏著：
《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頁 543。 

73 林啟屏曾在〈限極與自由：從〈窮達以時〉論起〉對「圓滿的可能性：「福德雙全」之問題進行討論與思考。見
氏著：《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頁 28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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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er-morality）」。74正是因對內在道德性的完全肯認與信仰，故即使面對「命」的限制，

孟子仍堅持以「立命」宣示主體的自由與對限制的超越。命可凌奪結果，但不能凌奪主體的自

覺、實踐、價值與信仰；命或可決定部分的現實結果，但不能決定主體面對此結果的姿態與方

式；此正「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75正視限制，迎接限制，賦予限制以昇華人格、

篤厚生命的意義，給予主體與限制以恰如其分的理解與安置，乃是對自我與現實的雙向完成。

孟子曰：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

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76 

君子之身或因命數的窮達而有不同的道德展現方式，此為應機的當然呈顯，亦是主體與限制諧

和共處後的應答。而在此應答中，主體與彼時之現實並得成就，「立命」的成己成物向度亦於

此展開。雖然道德實現方式因時空與境遇之別而或異，但充貫於其中的道德內容與價值意識並

不因此而有餧足之殊。「富貴不能淫，貪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77是道德主

體的永恆塑像；而君子面對窮達之遇的從容與自適，更為其主體性與道德內在飽滿盈溢之明

證。「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78；

當舜不將其價值交由人爵之貴賤決定時，飯糗茹草安之，錦衣玉食亦安之，此正孟子所言的「立

命」之境，「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79的自足與豐實即在乎是。事實上，安富、安貴

並不比安貧容易。而就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

不得志，獨行其道」80的修身與立命中，主體的自由與對限制的超越於焉證立。 

五、結語 

如眾所知，心性論乃孟子思想之極重要內容。孟子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處論性，

牟宗三先生即明白指出「這幾希一點完全指的是道德實踐心靈言。」81孟子在拈提「心」的道

德內容時，亦對「身」、「體」的概念進行了區辨。透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知道，在孟子的

思想體系裡，身與心並非相對的概念，心與體方是相對概念。這一點，是研究孟子心性論與身

體觀時所應注意的。 

                                                      
7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頁 4。 
75  《論語•子罕》，《四書集註》，頁 109。 
76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78。 
77  《孟子•滕文公下》，《四書集註》，頁 270。 
78 《孟子•盡心下》，《四書集註》，頁 394。 
79  《孟子•盡心上》，《四書集註》，頁 382。 
80  《孟子•滕文公下》，《四書集註》，頁 270。 
8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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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孟子曾有「踐形」、「生色」等說，82但由《孟子》自覺地分立「身」、「體」

及其對「體」的論述方式與內容觀之，孟子對物質形軀及自然生命所賦予的價值意涵與意義內

容恐怕不是太高，至少無法與後來的發展相提並論。對物質身體意義的判定與勾掘，是孟子與

宋明理學的的不同思想線索之一；而此注意方向與闡義方式之異，除了哲人本身的思維向度

外，亦關涉到時代背景、學術發展、思想遞嬗、現實需求，以及不同的哲學任務等原因。83 
「身」因「體」而充滿限制，透過修身的回歸，君子得以在現實的命遇中開創自由。孟子

對孔子「聖之時者」的稱頌，即相當程度地建立在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84的「由身立命」和「於命安身」之清明智慧與道德實踐中。「命」常用來

給挫敗者以解釋，給怠惰者以藉口，給失落者以安慰，但「立命」則反之。立命是君子對命的

主動回應，是君子給命以解釋，賦命以意義，約限了命的發展方向與施力範圍，然後在此方向

與範圍內從容接受一切命運之正。當孔子拒絕彌子，答子路以「有命」時，那不是無奈的喟嘆，

而是自在的洞達。在這一點上，孟子是完全能把握孔子之旨的。 
而正是這份自在與洞達，使得原本可能緊張的天人（命運／個體、福／德）衝突在儒家思

想中被化解到最低的地步。因此，我們在知命立命的孔、孟身上，不會看到如希臘神話人物薛

西弗斯（Sisyphus）與普羅斯米修斯（Prometheus）那刻滿苦難與悲劇色彩的臉容。剛毅而從

容、沈靜而坦然方是儒者面對命遇時的姿態與圖像。不傍借前世的過愆以慰解今日的困厄，不

依靠來生的幸福來支撐今生的奮行，儒家的人文精神與理性光輝於此充分朗現。 

                                                      
82  楊儒賓對孟子的踐形說與生色說有深入的討論，參見《儒家身體觀》，頁 129-173。 
83  對此議題，筆者將另為文論述。 
84  《孟子．萬章下》，《四書集註》，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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